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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较多采取史学的方法 ,即用描述

性的手法叙述国家对外关系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这些被

称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史学的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历

史、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践是非常有益的。国际关系理论自

诞生以来都试图解释国家间的行为 ,特别是战争的原因和如何

阻止战争等。对冷战的研究一直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的主题。无论是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 ,还是二战以来占

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都把国家当做一个单一的

行为主体。这种研究方法认为 ,国家的最主要目标是在无政府

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的生存 ,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外交目标 ,军

事力量和政治上的联盟是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最主要手

段。根据这种观点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内 ,力量分

配的变化或者说国际基本格局是对所有国家都施加影响的冷

酷无情的力量 ,在分析外交政策时过于强调特定国家的特性和

决策者个人因素 ,将冒忽视限制所有国家的共同国际力量的危

险。①

这种把国家看做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追求国家利

益的行为者的方法认为 ,国家 ———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要

的政治家 ,如总统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 ,在决策过程中

能获得所有有关决策所需的信息 ,所有政策目标按照可能给国

家带来利益的多少有序地排列 ,任何人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会做

出同样的选择 ,追求明确的国家利益。外交决策的过程就是对

一个明确的国家目标进行排列和选择的过程。在理论界 ,无论

是“博弈理论”、“威慑理论”,还是“安全两难理论”,都是以理性

行为模式为基础的。

但是 ,冷战的结束方式和速度却是二战以后占主导地位

的、一直试图解释冷战、阻止冷战发展为热战的现实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所始料不及的 ,它引发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

实践研究的思考。一些学者提出 ,国际体系一定的平衡 ,如两

极的冷战格局 ,可能限制人类行为主体的活动 ,但在每一次国

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中 ,人们主观力量对国际事务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国家是由集体的人组成的 ,国家行为实际

上是一种人的集体行为 ,而不是独立单一的行为体的行为 ,因

此要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 ,就必须研究组成国

　　①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oretical Es2
says ,2nd edition (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 . 4.

国际组织中来。国家加入国际组织不仅仅是出于一种

利益计算 ,还有国际组织的规范扩散的影响。国家偏

好的变化既是学习 (来自国家内部的需求) 也是传授

(来自国际组织的规范)的结果。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组

织的兴起 ,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正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来说 ,我们不仅仅应

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还要注意国际组织

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限于物质结构的层面 ,

还蕴涵着意义和价值结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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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类的集体行为。也就是说 ,研究作为一个群体的政策制

定应该是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基础 ,它应该和抽象的国际关

系理论的研究同样重要 ,并使之互为补充。研究和分析外交政

策的学者不无自豪地称 :外交政策分析正是研究人类集体行为

的 ,它既能弥补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空泛之不足 ,又避免了地区

研究学者没有理论指导的缺憾 ,能够代表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方向。①

外交政策分析 (foreign policy analysis)早期又叫比较外交政

策 ,是政治学科中研究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的一个分支。有关外

交政策分析的理论从 1954 年斯耐德 ( R. Snyder) 等发表《决策

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其理

论的发展和研究群体的扩大已经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国际

政治领域一个重要的学科 ,并已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用这些学者自己的话说 ,“外交政策分析已经进入第二代并朝

第三代迈进”。②本文将介绍外交政策分析发展过程中三个主要

的流派。

第一流派 ,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

在将国家当做理性行为者、强调国家间相互关系而忽视国

家内部关系的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的二战后初期 ,斯奈德等提

出 ,研究外交政策的过程与研究外交政策的结果是一样重要

的 ,“如果一个人想探究国家行为的条件和国家间相互关系规

律的‘为什么’,对决策的分析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

说 ,如果不分析外交决策 ,就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③他们

还说 ,“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采取它所采取的外交行动的关键

在于其决策者作为行为者对环境的判断 ,”“对环境的判断”又

取决于决策机构内部成员的关系 ,他们存在的国际和国内环

境 ,以及决策者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念和认识等。因此 ,对外交

政策的研究需要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

和成果。④这种将国家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像对机器一样分解开

来研究外交决策过程“各个部件”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的方法 ,

与传统的将国家看做是单一的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体的方法

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学派到 70 年代以后发展成为解释决策过

程不同现象的似乎是对立的两个分支。

1. 官僚政治派。实际上对外交决策过程中官僚政治的研

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一些学者如纽斯塔特 ( R.

Neustadt) 、亨廷顿 (S. Huntington) 、希尔斯曼 ( R. Hilsman) 等在

研究国际政治的过程中都曾涉及外交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问

题 ,但真正引起学术界对官僚政治关注的是埃里森 ( G. Allison)

对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美苏两家政策的研究。他除了

从传统的理性行为者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美苏的政策进行分

析之外 ,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切入点 :组织过程 (organizational pro2
cess)和官僚政治 (bureaucratic politics)过程。前者提出国家不是

一个单一的行为者 ,外交政策不是有目的的行为选择 ,而是由

众多松散的组织之间 ,根据不同的日常工作程序 (standard oper2
ating procedure ,SOP)操作的结果。如从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

弹的嫌疑到正式派出飞机来证实这一嫌疑持续了相当的一段

时间 ,因为每一个部门必须按照其标准工作程序一级一级将消

息向上报 ,最后由最高层作出决定才能采取行动 ,派出 U - 2 飞

机再次去核实。后者则强调 ,美国政府的不同的机构 ,如海军

和空军 ,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 ,在解决危机过程中的争权夺

利对美国处理这次危机的政策结果所造成的影响。⑤三年后 ,汉

普林 (M. Halperin)利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

政府时期的有关军事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大量事例 ,向人

们揭示了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机构和人员为争夺特

权、经费以及选举的考虑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 ,导致外交政

策的非理性 ,揭示了官僚政治发挥作用的规律。尤其引人关注

的是 ,他提出 ,不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官僚政治的严重

影响 ,而且在决策确定以后的执行过程中 ,执行者可能从自己

和自己机构的利益考虑 ,对政策的落实过头或不充分落实 ,甚

至制造借口改变政策。由于作者曾在这些机构的一些部门工

作 ,所引的事例大都是实事 ,大大增加了其可信性。⑥他们的书

使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得以普及 ,并成为经典和必

读书。概括地说 ,这派观点认为 ,国家利益是不明确或不确定

的 ,不同的机构或人有着不同的政策主张。外交决策取决于不

同机构的力量和他们讨价还价的技巧。政府不同机构的特殊

利益和政策嗜好制约着该机构的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根据

在特定环境下他们机构的利害关系决定其在特定问题上的立

场和主张。因此外交政策是政府不同机构之间以权利为杠杆 ,

以该机构的利益为目标讨价还价、相互扯皮、互相妥协过程的

政治结果 (political resultant) 。

2.小集团动力 (small group dynamics)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

家很早就开始研究小集团活动对决策可能造成的影响 ,但把这

种方法运用于外交政策的研究并取得成功要推简尼斯 ( I. Ja2
nis) 。他通过对美国入侵古巴猪湾失败的深入研究 ,刻画出另

一种政策制定模式 ———政策制定群体对小集团内部团结的追

求超过对合理政策结果的追求 ,因担心小组的分裂或担心自己

被看成与其他小组成员不一致 ,不愿意或不敢提出不同的意

见 ,以至于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 ,不能对应当考虑

的政策选择都进行充分的考虑 ,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和

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他用这种视角分析美国政府的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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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策 ,发现外交上从猪湾入侵到美国作出派兵到朝鲜半岛的

决定 ,从二战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遭日本的偷袭再到派

兵到越南 ,内政上如“水门事件”等等 ,都是由于“小集团思维”

综合症 ( syndrome) 在作祟。他也对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一些成

功 ,如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 ,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实行的马歇

尔计划等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指出它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政策

的制定者克服了“小集团思维”综合症的影响。最后他提出了

避免“小集团思维”现象的一些政策建议。①这些把重点放在决

策最高层的研究 ,也从决策过程说明外交决策最终很可能是非

理智的。

简尼斯对“小集团思维”现象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很快使

“小集团思维”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教科书中一个常用

的概念和专有名词。他还带动了更多的学者对决策过程中的

这种现象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包括对他提出的一些原则进行检

验的努力和对它们进行改进的试图。②1993 年对简尼斯所揭示

的决策过程这种特有现象感兴趣的学者还建立了一个跨国的

被称为“小集团积极性 (small group initiative)”的组织 ,并在美、

欧以及大洋洲多次举行工作组和学术会议 ,并在 1995 年第一

次出版了研究成果《超越小集团思维》,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问

题、新的概念、新的框架和模式 ,以及避免“小集团思维”综合症

的政策建议。③

但是 ,关于决策过程的这两种理论模式显然存在着矛盾的

地方。例如 ,汉普林的《外交政策和政府政治》和简尼斯的《小

集团现象》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刻画的现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

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但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不可能存在于同一

个决策过程中 ,因为他们描述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两个极端

———前者给人们的印象是 ,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 ,美国主要

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或多或少受到互相扯皮和讨价还价的

官僚间政治斗争的影响。后者给人的印象则是 ,几乎在同一时

期 ,美国外交史上一些大的政策在决策过程中 ,因决策小集团

成员“受到一般小集团中所常见的压力的制约”,在这种内聚小

集团中“对团结一致的追求超过了对现实估计以及不同政策选

择的意愿”,最终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④

这些研究虽然影响很大 ,但大多都是以美国外交政策的决

策为依据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处于

领先的地位 ,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使学者们更

容易获得从事这方面研究所需的材料 ,透视美国外交决策过程

的不同现象。这种不同的现象普遍性如何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 ,在不同的时间和政府内 ,有无差别 ,其存在是否受到一种先

决条件的限制 ,在学术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简尼斯认

为 ,因为美国政府缺乏连续性 ,“小集团思维”现象在美国存在

的可能性可能是欧洲国家的两倍。而《超越小集团思维》所揭

示的则是这种现象存在的范围更广。

第二流派 ,比较外交政策

早期对外交政策的研究被称作比较外交政策与罗森诺 (J .

Rosenau) 1964 年写作、1966 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的预理论》一文

有很大的关系。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由来已久 ,但一直

没有一致的看法。对此 ,罗森诺在他的“预理论”一文中指出 ,

“找出 (影响)因素并不等于说能查出它的影响。理解影响外部

行为的过程并不能揭示如何以及为什么它们在一种环境下发

挥作用 ,而在另一个环境下则不然。认识到外交政策受到内外

两种因素的影响并不等于理解了这两者之间如何混杂在一起 ,

或揭示在何种条件下哪一个因素决定另外一个因素 ⋯⋯外交

政策分析缺乏全面的可以检验的概括性的系统性理论 ⋯⋯外

交政策分析缺乏普遍性的理论。”⑥

为了发掘不同层次因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交决策的

不同影响 ,罗森诺将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决策因素划分为五类

———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政策的决策者的

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 ,据此他提出了“如果 ⋯⋯就”设

想 , 即根据国家大小、发达与不发达、开放与封闭等三个条件 ,

将国家分为 16 大类 ,在每一类国家 ,这五种因素将按不同的顺

序发挥作用。例如 ,如果是一个大的、开放的和发达的国家 (美

国) ,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基本顺序是 :角色 - 社会 - 国际体系

- 政府 - 个人 ;而如果是一个大的、不开放的和不发达的国家

(中国) ,那么发挥作用的顺序则是 :个人 - 角色 - 国际体系 -

政府 - 社会。⑦正如赫尔曼所指出的 ,“尽管全面回顾比较外交

政策研究的学术起源可以看出许多引起这一学术研究的原因 ,

但可以有把握地说 ,罗森诺的‘预理论’一文以及此后的文章和

学术活动 ,最终使比较外交政策成为一门学科脱颖而出。”⑧

罗森诺的文章呼吁并鼓励建立一种跨国家的、多层次的、

系统的、能够经得起科学检验的解释外交政策的一般理论 (gen2
eral theory) 。在他的文章发表后 ,不少研究报告、博士论文以及

教科书都以罗森诺的观点为依据 ,朝着罗森诺所提出的方向努

力。罗森诺本人也不断地给自己的理论增加新的内容 ,并不断

地修正。赫尔曼所说的文章和学术活动包括《国内根源论》

(1967 年) 、《连锁政治论》(1969 年) 、《适应性理论》(1970 年) 以

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比较外交政策》。⑨随着其影响的扩大 ,美

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 ( ISA)下面还设立了专门的比较外交政策

分会。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到 70 年代达到了高潮。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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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因而对抽象政策的整体比较研究是相当

困难的。但是外交行为则是可以看到的 ,它们可以弥补外交政

策无形之不足 ,因而能够通过对分散的、具体的外交行为 (或外

交事件)进行研究 ,找出外交政策的规律。对于比较外交政策

研究来说 ,单个的案例研究对建立系统的比较理论是不重要

的 ,它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 ,搜集大量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研究。

这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流行不无关系。这些比较外

交政策学者通过搜集有关信息来源 (如报纸) ,找出有关的外交

事件 (event) ,回答“何国家对何国家做了什么 ? 如何做的 ?”等

问题 ,然后将这些外交事件进行编码 ,建立一定的数据库等。

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了友好的或是敌对的行为 (分别

列为正、负) ,是何种手段 (经济、军事、外交分别归为一类) ,程

度如何 (对之量化) ,形成有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外交行

为的曲线 ,从而显示不同国家的对外关系状况 ,进而从中找出

国家间相互关系或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规律。从罗森诺“预理

论”文章发表的第二年 ,到 1981 年的十余年时间内 ,单美国政

府就出资 500 万美元来支持建立这样的数据库。比较著名的

包括 :为国际问题研究而建立的数据库 (DDIR) 、世界事件相互

关系调查 (WEIS) 、冲突与和平数据库 (COPDAB) 、各国事件比

较研究 (CREON)等 。这些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根据这些大量

的数据总结出国家外交行为的规律 ,并据此来预测不同国家的

外交政策 ,供决策者来参考。

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虽然产生了一些成果 ,但也产生了一

些问题。如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有如何定量的问题 ,而且随着研

究的深入 ,对一些现象的定性也成了问题。结果不仅没有使人

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 ,相反却给人带来不

少的困惑 ,其中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方面尤为突出。一是经常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即把千变万化、充满模糊因素的、活的现实

用量化的公式来表现。二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即把常识性

的、其实很简单的问题用各种图表、曲线以及晦涩的语言来表

达 ,使人如坠云雾。随着行为主义高潮的过去 ,这种比较研究

也就不再时髦。同时 ,一方面罗森诺试图并鼓励建立一种系统

的、简单的和普遍适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一般理论 ,另一方面

他所指出的方向又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对不同国家

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这本身就是鼓励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努

力。实践证明“预理论”一文在提出了期望和给人以鼓励外并

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到了 80 年代 ,人们开始对之重新

思考。

第三个流派 ,政治心理学或决策环境派

将心理学的手段运用到国际政治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就开始了 ,但是直到 50 年代才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这一派学者指出 ,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

素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

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 (inside looking outward)”的看

问题的方法 ,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

动机构成的“透镜 (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

决策者个人的头脑绝非一张白纸 ,它是由复杂的和相互联系内

容组成的。而每一个人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文化、历史、

地理、经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人口等。这些和其他许多有

关的因素构成了外交政策决策者在决策时的“心理环境”。这

一流派的渊源可追溯到斯布罗特夫妇 ( H. & M. Sprout) 。他

们在 1956 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 - 环境关系的假设》一

文引起很大的反响 ,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在书中指

出 ,对相对于决策者“行为环境 (operational milieu)”的“心理环

境 (psychological milieu)”的研究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

打开制定外交政策的“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 ,“一

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

环境 ,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

的周围环境。”①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行为环境”,它和

现实的客观环境或行为环境是有区别的。他们强调 ,“从决定

和决策的过程来看 ,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如何认识环

境的 ,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②这种心理的环境和现实的环

境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 ,而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

外交政策。这种方法要求将外交政策制定者个人的生长环境、

信仰系统和信息处理过程作为分析外交决策的核心。这一派

后来发展成为对决策者个人的个性、信仰和认知过程以及决策

国特性等因素进行研究的以下几个分支。

1.对决策者个性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的个人上

的学者提出 ,在三种情况下个人因素最容易发挥作用 : (1) 决策

者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 (2) 在危机的时刻 ; (3) 当决策者面对

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这一学派最为突出的代表要数马·赫

尔曼 (M. G. Hermann) 。她接受的是心理学专业的教育 ,但一直

从事国际政治领域的政治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特别是决策者

的个性与外交行为关系的研究。她在 70 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

出 ,在特定的外部限制下 ,“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他个人

的政治风格可能影响其政府的外交战略 ,从而使国家的外交具

有不同的特色。这些 (领导人的) 个性与外交行为者之间的主

要联系 ⋯⋯受到诸如政治领导人对对外事务的兴趣 ,他们在外

交领域所受到的训练 ,以及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

影响。”兴趣决定其对外交事务的关注程度 ,所接受的训练和外

交经验影响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方式 ,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

度决定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③1977 年她主编的《对政治

领导人的心理学检查》,以案例分析为依托从不同侧面分析了

领导人个性对其决策的影响。④此后 ,她在对不同领导人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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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的研究后 ,提出领导人对外政策的六种倾向性 ,并根

据这些倾向性把政治领导人分为六类 :扩张型、积极独立型、有

影响型、调停型/ 综合型、机会主义型、发展型。①巴伯 (J . Bar2
ber)根据同样的方法将美国总统分为四类 :“肯定主动型 (posi2
tive - active)”、“否定主动型 ( negative - active)”、“肯定被动型

(positive - passive)”、“否定被动型 ( negative - passive)”,并据此

对美国历届总统个性进行分析。一旦新总统当选 ,他会立即对

新总统的个性进行研究并对其决策模式予以预测。在此基础

上 , 他的研究不断随着新总统的当选而增补再版 ,成为对美国

总统个性和决策模式研究的突出代表。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个性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 ,如有的将领导人分为“讨伐型”

和“实际型”;有的将领导人分成“空想型 (或理论型)”和“机会

主义型”;还有学者将领导人分成“独裁型”和“民主型”等。这

些学者一般都认为领导人的行为都是由一套理想、事业、任务

或意识形态指导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 ,它们都影响一个国

家外交政策的制定。③

2.对信仰和认识过程的研究。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

霍尔斯蒂 (O. Holsti) 利用“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

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将信仰系统分为两

部分 :对现实的影像 (image of the fact) 和对前景的影像 (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 。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 ,后者实际上是一

个人的价值观 ,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杜勒斯对苏联顽

固不可改变的敌对看法从个人层次揭示了美苏之间冷战的发

展和进一步激化的原因。④另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是乔治 (A.

George) 。他在《行为准则 (operational code) :研究政治领导人和

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对列特斯 (N. Leites)在 1953 年

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进

一步的提炼 ,并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基本信仰和策略信仰

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政治局成员的信仰对苏联外交决策的影

响。前者包括对政治的本质、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政治前景的

可预测性 ,以及个人对实践发展所能够产生影响等的认识 ;后

者包括选择政治目标的最好方法 ,如何最有效地追求自己的政

治目标 ,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 ,不同的手段对谋求自己的最

大利益的好处等。⑤这种方法此后影响了很多人通过“行为准

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两者都影响了对外交决

策者信仰的研究。对认知过程和信仰的研究到 70 年代发展到

一个高潮。其主要代表是杰维斯。他发展和普及了对认知的

研究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外交决策研究中的作用 ,其中包括认

知的一致性 (cognitive consistency)对外交决策者的影响 ,决策者

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 ,信仰是如何变化的 ,以及决策者在处

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常常出现的错误认识的规律和特点 ,以及它

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等。他指出 ,“抛开决策者的

信仰和对别人的印象 (image) ,去解释关键决定和政策通常是不

可能的。”⑥到 90 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 ,并有不

少颇具影响的成果。⑦

3.民族和社会特性对外交影响的研究。民族问题本身就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社会特性又涵盖广泛的内容。对这些方

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又可分几个层次 ,比较突出的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对国家政治体制与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如我们所

熟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理论认为 ,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之后 ,资

本主义为争夺市场必定导致战争。冷战结束以后 ,西方流行所

谓“民主和平论”则认为 ,民主国家 (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决策的公开化、民主化 ,统治者受制于公众意愿 ,因此实行

“民主”制的国家会很少发动战争。两者观点虽然相反 ,但都是

建立在对国家政权特点的分析基础之上 ,具有明显的政治倾

向。

第二 ,对国家特性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一些学者认

为 ,就像个性不同决定人的不同一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不同

的社会特质 (national attributes)也决定了国家之间的不同 ,从而

决定了在同一条件下国家将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前所述 ,罗森

诺在它的“预理论”一文中将国家分为大小、发达与不发达、可

信度等三个方面。伊斯特 (M. East) 把抽象的国家特性从三个

侧面把它具体化 , 即资源 (面积、人口、自然资源) 、有效利用这

些资源的能力和组织程度 (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国家的组织形式等) ,以及影响领导人决策趋向的

文化因素、历史传统等。⑧霍尔斯蒂 ( K. Holsti) 则提出了介于

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国家角色概念 ( national role concep2
tion)”,即通过研究决策层对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和应

当发挥作用的看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提出领导

人的这些看法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巨大。他认为 ,

“单一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为可以被视做实施国家角色概念的

企图 ,典型的外交决策至少是与这种概念相一致的。”⑨

第三 ,对民族文化特点的研究。伊斯特将文化因素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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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看做是国家特性的一部分 ,它们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

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政治文化倾向。而冷战结束以后 ,

特别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抛出以后 ,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和

外交决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文化传统、凝聚力和影响

力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不仅在确定外

交政策目标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影响到实施外交政策

目的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一个国家外交决策者是在特定的文

化氛围中长大的 ,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

的言行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特定的文化特

点就构成了领导人的“心理环境”的一部分。反过来 ,代表国家

制定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他们在

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

层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 ,使本国的外交政策不同于他国的外

交政策。

早期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因罗森诺的贡献而被称做“比较外

交政策”。这些旨在建立一种简单的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普遍理

论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外交政策研究的基本概念 ,大多采

用行为主义的方法 ,通过搜集资料 ,对之量化 ,检验各种对外交

政策的假设 (hypothesis) 。他们没有充分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和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外交决策的有益作用 ,较多地依

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一些典型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到 70 年

代 ,随着国际上新情况的出现 ,自由主义的抬头 ,一些国际关系

理论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点投向国内 ,强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

题的联系。一些比较外交政策学者日益将目光转向对非美国

外交决策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地区和国别研究逐渐

结合起来。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在理论上日益丰富 ,范围也日益

扩大 ,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数也飞速增加。但是比较外交政

策研究的高峰时期也正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尽管到目前为

止 ,仍然有不少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称自己的研究是“比较外

交政策”研究 ,但是从 80 年代开始 ,一些学者不愿将自己看成

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者 ,美国 ISA 下属的“比较外交政策”分会

的成员直线下降。为了显示他们与第一代比较外交政策研究

学者的不同 ,越来越多的学者称自己为外交政策分析学者 (for2
eign policy analyst) 。在认识到建立一种跨国界的普遍适用的研

究外交政策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以后 ,他们放弃了这样的企图 ,

而是将方向瞄向建立一种介于一般国际关系 (actor - general)

理论和地区 (actor - specific)研究之间的中程 (middle - range) 理

论。80 年代中期 ,在他们的推动下 , ISA 下属的“比较外交政

策”分会被改为“外交政策分析分会”,其成员又开始大幅度上

升。

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变化 ,没有年龄上的长少之分 ,除

了名称上的不同外 ,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从事研究者的范

围、手段和方式特别是内容上。从范围上看 ,从事对外政策研

究的学者群体大大扩大 ,既包括以前并不属于比较外交政策研

究领域之内 ,而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但又涉及外交政策的学

者 ,如亨廷顿和希尔斯曼等 ,也包括第一代从事比较外交政策

研究的学者 ,如罗森诺和赫尔曼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他们

已经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才能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学科”,

而提出该“学科”是由“一个致力于更全面理解外交政策的学者

所组成的一个广大的学术群体。”①

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多种多样。虽然仍然有不少学者采取

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 ,更多的学者则采取定性的分析方法 ,既

有借助于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方法 ,也有一些学者借

助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方法 ,即凡是有利于研究

和理解外交政策的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都有使用。因此罗森

诺称之为“跨学科的”、“没有边界”的学科。②赫尔曼则称外交政

策分析群体是“一帮到处盗窃知识的窃贼”。③在研究内容上更

加深入具体。他们有些人对第一代学者提出的尚未得到圆满

答案的问题仍然孜孜以求 ,更多则另辟蹊径提出一些更加深入

具体的问题。在理解和研究一个外交决策时 ,他们强调决定和

影响外交决策因素的多 (原) 因性 ,分析的多层次性 ,决策和决

策环境的偶然性 ,以及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因素的结合。④正如

一位从事外交政策分析的学者所说 ,“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

都不是完全独立的 ,但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研究国

内也研究国际 ,对从个人到国家 ,再到 (国际) 体系层次都进行

分析 ,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都结合起来”来研究外交政策的

制定。⑤

在发展前景上 ,他们强调外交政策分析在连接国际关系理

论、比较政治学 (地区和国别研究) 和外交决策群体的纽带作

用。他们指出 ,一方面 ,外交政策分析以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

为指导 ,使抽象的理论与决策的实践结合起来 ,使之具有实用

性 ;另一方面 ,通过对抽象理论的运用来检验抽象理论的效用。

它可以指导地区和国别研究 ,弥补比较政治学研究缺乏理论之

不足 ,反过来又接受地区和国别研究的实践的检验 ,从而得到

丰富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概念和模式又可被现实

外交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所使用 ,更强调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

研究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功用性。⑥无论这种预言能否实现 ,或是

否现实 ,但对外交决策研究的日益深入 ,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 ,

却是客观现实。它对人们更好地理解外交政策、认识国家间关

系的规律显然是有益的 ,因此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借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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